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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與民粹民主主義

⊙ 高力克

 

一 立憲自由主義

五四以後社會主義在中國崛興，表徵著新文化運動乃至轉型時代最為深刻的思想轉向。作為

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從一個溫和的立憲自由主義者改宗激進的共產主義的思想

轉向，可謂現代思想史上的奇跡：這一激進的思想蛻變，濃縮了一部由英倫而歐陸、從十七

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李的思想轉變，集中表現為其民主觀念從自由民主

到平民主義的嬗替。

五四前期李大釗是溫和的立憲自由主義者。1913年冬，李受進步黨首領湯化龍資助，赴日本

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留學。旅日期間，李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並成為章士

釗於東京創辦的自由派刊物《甲寅》的撰稿人。1916年回國後，李參與進步黨的反袁活動，

出任進步黨機關報《晨鐘報》主編，並成為梁啟超、湯化龍領導的憲法研究會的成員。1917

年初，李應由日本返國的章士釗之邀，加盟《甲寅》日刊的編輯工作。直至俄國革命以前，

李一直是英國式的立憲自由主義者。

在李大釗的早期自由主義思想中，「自由」被歸為人的價值內核及人類歷史的終極目的。他

認為：「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需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人類生活史上之一切努

力，罔不為求得自由而始然者」1。在李看來，自由為近代文明之本，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徵，

即從專制下獲得解放而達致自由。李進而認為，自由更是憲政賴以成立的精神及價值基礎。

他強調：「立憲政治基於自由」2，「代議政治手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櫫其名，而渙汗大號於

國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於其群之精神植一堅固不拔之基，……厥基維何？簡而舉

之，自由是已」3。李的這一自由為憲政之基的觀點，承襲了嚴復「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

自由主義思想。

李大釗所心儀的「自由」，是英美式的以憲法保障人權的「法治下的自由」。他認為：「憲

法上之自由，為立憲國民生存必需之要求」，因而，「當先求憲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4。

在憲法保障的諸項公民自由中，李尤注重思想自由的價值，將其歸為一切自由之基礎。他強

調：「欲暢舒國民之自由，不當僅持現存之量以求憲法之保障，並當舉其可能性之全量以求

憲法保障其淵源也。其淵源維何？即思想自由是已。」5李進而認為，僅有法制尚不足以保證

自由的實現。自由之保障，不僅繫於法制之精神，而且尤需輿論之價值。載諸憲法的公民權

利只是自由的外在政治條件，社會輿論則表徵著公民內在精神的自由程度。健全的輿論和真

正的言論自由，必須貫穿一種「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縱喜其同，莫禁其異」的寬容精神。

李強調：「自由政治之真諦，非依於多數，乃依於公認，多數不過表示公認之一種方法而



已。」6而「容納少數之精神」，則是自由的基本精神。尊同尚異的寬容可以培養自由的人

格，而喜同禁異的獨斷只能造成流俗之奴隸。容納別人，亦即尊重他人的自由。「苟行代議

政治之國，此類尊重自由之風習，必使熏陶培養以彌綸乎社會個人之間，奉為金科玉律。其

持己之嚴，至尊重他人之自由，與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為等量，則自由之基始固，立憲

之治始成。」7顯然，李的自由觀與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密爾式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

李大釗早期自由主義思想的英國色彩，還表現在其崇尚溫和漸進改革的調適思想。他崇尚英

國的立憲自由主義為現代性之典範，在他看來，「英倫者，世界立憲國之先進也。論治者每

宗為泰斗」8。而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較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遠為成功。李對英倫

憲政讚譽道：「抑知英蘭絕美之政治，未嘗極殺人流血之慘。迄今三島宏規，苟為立憲國

家，孰不宗為模式。即以英、法相較，英無法之慘劇，而獲得之政治，什倍於法。法以百年

之血歷史，易得者僅勉為共和」9。

民初李大釗自由主義思想之最具特色的，是貫穿於其社會文化思想中的調和主義傾向。調和

主義是溫和自由派對民初政治和思想界的激進保守之衝突的回應。杜亞泉、章士釗、李大

釗、高一涵和李劍農等，為民初調和主義思潮的著名代表。1917年初，李加盟《甲寅》日

刊，力倡調和論的溫和改革思想。李的調和主義思想，取資密爾（John Stuart Mill）、斯

賓塞（Herbert Spencer）、莫烈（John Morley）、古里天森（Arthur Christensen）等英

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以政黨對抗的立憲政治和新舊文明之調和為要旨。在一篇為《甲寅》而

作、題為〈調和之美〉的短文中，李將「調和」歸為美之源泉，主張「宇宙之美」即「調和

之美」，並以「調和」為《甲寅》之精神10。之後，李又相繼發表了〈辟偽調和〉、〈調和

之法則〉、〈調和謄言〉等倡言調和論的文章。李的調和論立基於中國的陰陽辯證法，它融

合了陰陽學說和西方近代科學原理及自由主義觀點。這種調和論將兩力之對立的和諧，歸為

宇宙、社會、人生的基本法則。李堅持認為：「宇宙間有二種相反之質力焉，一切自然，無

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則為對抗；由他方言之，則為調和。」人類社會亦有兩種傾向，相反

而實相成，以為進化之本原。「社會之演進，歷史之成立，人間永遠生活之流轉無極，皆是

二力鼓蕩之結果。」李進而主張11：

欲使社會為有秩序之進步，最宜使二力同時皆有活動之機會。即使二力為空間的交互動作，

勿使徒為時間的交互動作。歐洲中世黑暗時代，保守主義與傳襲主義之勢力過重，其結果則

淪於腐敗。法蘭西革命時代，則進步主義，趨於極端，不能制止，其結果又歸於爆發。是皆

不能使二力為空間的交互動作之結果，以致反動相尋，不能並立於空間，則求代興於時間。

至是乃不免猛烈之震動，而平流以進之秩序，遂無可望。

李的這一調和思想與章士釗、杜亞泉、蔡元培等調適派思想家的主張如出一轍，它與其後來

加盟的《新青年》的激進主義相映成趣。耐人尋味的是，在皈依馬克思主義以後，李的思想

深處仍多少保留了調和主義的溫和底色。

二 從立憲到革命

1917年上半年，與章士釗及《甲寅》的短暫合作，是李大釗立憲自由主義思想的最後階

段。1917年是多事之秋，6月12日，總統黎元洪解散參、眾兩院。下旬，《甲寅》遭禁，章被

迫逃離北京，李亦南下避難上海。李旅居上海期間，接連發生了張勳復辟、馮國璋段祺瑞奪



圖為1923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講授「唯物史

觀」時的通知。

權、孫中山通電北伐等事件。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更是震撼了戰火瀰漫的歐洲和世界。

軍閥政治的黑暗和民國憲政的危機，使李逐漸懷疑其立憲自由主義信念，思想上日趨激進。

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則給陷於憲政失敗幻滅中的李大釗以新的希望，並使其最終告

別自由主義而改宗社會主義。1918年初，李受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並加盟《新青年》

編輯部，成為新文化陣營有影響的知識領袖之一。

李大釗思想的激進化，最先表現為其革命觀的轉

變。李1917年下半年客居上海期間在《太平洋》發

表的一系列論文，一改其以往崇尚英國模式的溫和

立憲主義觀點，而表達了鮮明的激進革命傾向。在

紀念10月民國國慶日的〈此日〉一文中，李指出12：

大凡新命之誕生，新運之創造，必經一番苦痛為之

代價。……美利堅之獨立，必歷八年之血戰，始能

告厥成功。法蘭西自由之花，必有數十年犧牲之血

以灌溉之，始有今日之繁茂。最近俄人且於酣戰之

中，不憚高樹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吾以

老大衰朽之邦，風燭殘年，始有新中華之誕育，先

天遺傳之病惰種子，在在皆足以沉滯新命發育之機

能，甚且有流產胎殤之恐。故吾人於新命誕孕之

中，所當盡之努力，所當忍之苦痛，尤須百倍於

美、法、俄諸國之民。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間所能

竟此大任。

民國建國以來憲政的失敗和時局的離亂，使李逐漸

放棄了對英國式憲政理想的樂觀期待，而體認了法俄革命的歷史意義，並且預見了中國現代

化將償付比法俄革命更為沉重的代價。

在另一篇刊於同期《太平洋》雜誌的論文〈暴力與政治〉中，李大釗進一步從政治學理上為

革命辯護，並且批判了他以往服膺的梁啟超「革命不能產生良政治」之論，以及梁黨反對革

命而依附軍閥暴力的保守路線。李指出13：

蓋革命恆為暴力之結果，暴力實為革命之造因；革命雖不必盡為暴力之反響，而暴力之反響

則必為革命；革命固不能產出良政治，而惡政之結果則必召革命。故反對革命者當先反對暴

力，當先排斥恃強為暴之政治。

李已認識到專制暴力與革命的因果關係。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

國的民主》中所指出的，革命理論在歐洲大君主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

李大釗加盟北大和《新青年》後，在俄國革命和歐戰終結的時局刺激下，思想更趨激進。隨

著李革命觀的轉變，其民主觀念亦更為親和盧梭式的法國民主主義。在一篇論辯式的政治論

文〈強力與自由政治〉中，李引用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普遍意志」（「公意」）理念來闡釋

其民主觀念14：

總之，多數取決之制，乃今日施行民治之方法，民治之精神，不在是也。蓋各個意志之總

計，與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全然不同。為此辨者，莫如盧梭。彼以普遍意志，為公我



之意志；各個意志之總計，為私我之意志。普遍意志所由發生者，乃因其利益之屬於公同普

遍，非單由於發表之票數。反之，各個意志之總計，則以私利為的，其實為單獨意志之湊

合，非為普遍意志之一致。……非真以公共福利為目的之意志，不得謂之普遍意志也。意志

之總計與意志之一致，其間相異之點，洽如單純集合物與有機體之為別。

顯然，李此時已認同了盧梭式的以集體主義和烏托邦為基本特徵的「高調民主觀」（張灝

語），這種立基於道德理想主義的激進民主觀，與其早期信奉的以限制權力和保障權利為其

旨的英倫式立憲民主觀大異其趣。

三 擁抱俄羅斯革命

1918年夏，已加盟北大和《新青年》的李大釗，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感召下，從自由主

義轉向社會主義。7月1日，李於《言治》季刊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表徵著其思想

的激進轉向。李在這篇熱情謳歌俄國革命、並將其與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的論文中

指出：新文明的創造和新生命的誕生，其機運每肇基於艱難恐怖之中。「俄國今日之革命，

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十九世紀全世界之文明，如

政治或社會之組織等，罔不胚胎於法蘭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

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

知。」15在李看來，俄國革命是高於法國革命的社會變革，十八世紀的法蘭西革命立基於國

家主義，為兼含社會革命意味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革命則立基於社會主義，為帶有

世界革命色彩的社會革命。俄國具有世界主義傾向的人道主義精神，高於法國式的愛國主義

精神，它超越了後者的戰爭傾向，而將成為人類和平的曙光。李對俄國革命之歷史意義的預

見，除了其人道主義的思想關懷，還基於其獨特的文明史觀和文化觀。不同於《新青年》派

的激進同仁，李對歷史持一種辯證循環發展的觀點，在他看來，一國文明有其興衰隆替之

運。法英等歐洲國家，其文明已臻於熟爛之期，而已喪失了超越進步之力。德國文明現在雖

如日中天，但亦已臻於極盛，而將進入盛極而衰之運。歐洲諸國中唯有文明進步最遲緩落後

的俄羅斯，其文明尚有向上發展的潛力。同時，李還以其東西文化調和的觀點，論證了俄國

革命之於世界新文明創造的獨特意義。他強調，俄羅斯位於歐亞之交，歐亞文明分別以政治

與宗教見長，而俄羅斯文明兼有歐洲和亞洲之特質。故俄羅斯精神，具有調和東西文明之資

格。唯有俄羅斯，才能創造兼有東西文明特質和歐亞民族天才的世界新文明。李進而預言，

歷史是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俄羅斯革命實為二十世紀全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徵兆，一如

「驚秋之桐葉」。他號召國人迎接自由人道的新俄羅斯和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以適應此世界

的新潮流16。

李大釗是第一個對蘇俄革命作出積極反應的新文化領袖。在歐戰臨近尾聲的1918年，陳獨秀

及其《新青年》盟友仍熱烈地信奉科學和民主所代表的西方文明，而對俄國事變反應漠然而

遲鈍。陳對蘇俄革命的漠然態度，一直延續到1919年4月以前。在1918年的西化語境中，李大

釗親蘇俄的思想轉向，成為新文化運動蛻變的轉折點，也使李自此而居於激進知識份子的最

前列。在李的思想轉變中，除了中國和世界歷史變局的外在影響，其獨特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無疑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誠如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深刻分析的17：

俄國革命能夠改造落後社會的許諾，不久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李大釗持有辯證發

展和再造的觀點，這種許諾更迅速而強烈地吸引了他。……這次革命也符合他接受馬克思主



義之前的世界觀。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忽然成為現代文明的前哨，大膽地向西方挑戰，這件事

不僅激發起他的民族主義感情，也使他更加堅信萬物都走向自己反面的辯證法思想。落後的

俄國的新生不過是更為激動人心的中國的再造的前兆。

耐人尋味的是，李大釗最早的俄國革命觀完全沒有涉及馬克思主義。直至1919年夏以前，李

仍不能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李雖然將俄國革命歸為社會主

義革命，但其理解的「社會主義」，實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混合物，其中還

兼含自由主義元素。李真正體認布爾什維克革命，是在1918年底歐戰告終之際。在舉國歡慶

協約國勝利和「公理戰勝強權」的日子裡，李不同凡響地連續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

〈Bolshevism的勝利〉的演講。在這兩篇演講中，李將歐戰的勝利，歸為人道主義、和平思

想、公理、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世界勞工階級和二十世紀新潮流

的勝利，並將這一勝利歸功於列寧、托洛茨基、李卜克內西和馬克思。李進而指出：布爾什

維克主義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主義，「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

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

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李進而

激情滿懷地預言：「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人道的警鐘響

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8

四 民粹主義情結

李大釗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鮮明的民粹主義傾向。他所傾心的革命俄羅斯思想，是一

個由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互助主義和民粹主義所構成的思想世界。而正是民粹主義，激活

和強化了李思想中自早年留學期間起隱伏的日本式農業社會主義傾向。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

中葉始流行於俄國革命知識份子中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潮。其思想要旨，在於將俄國村社制度

理想化，從而肯定俄國非歐化發展道路的可能性。民粹主義在現代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盧梭

的浪漫主義，但其植根於俄羅斯古老的農村公社傳統。與崇尚個體「自由」的西方自由主義

不同，立基於村社價值的民粹主義視「平等」為首要價值原則。誠如伯林（Isaiah Berlin）

所言：對俄國民粹主義來說，「惡，莫大於不平等。任何理想與平等衝突，俄國雅各賓主義

者都要求犧牲或修正那個理想；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則，就是平等；任何社會，人與人之

間若無最大程度的平等，就是不公正的社會」19。關於民粹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邁斯納指

出，民粹主義信念的核心在於20：

歐洲資本主義是一個魔鬼，俄國不僅能夠而且也應該避免資本主義。農民的俄國或許不經過

歐洲社會的所有發展階段，它可以通過發揮聚集在mir（俄國的農村公社）中的農民的集體化

天性來避免資本主義的禍害，直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在民粹派看來，俄國社會經濟的落

後，對於社會主義的實現，倒是一個優點，一個有利的方面。俄國社會受資本主義經濟的影

響比較小，資產階級非常軟弱，這些都使得俄國人比西歐人更接近社會主義。

顯然，民粹主義的這種具有濃厚道德化色彩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很容易在李大釗思想固有

的道德理想主義傾向和辯證循環式文明史觀中激起共鳴。

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思想傾向由來已久。在民初李思想的早期自由主義階段，民粹主義即已隱

伏於其思想深處。對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青

睞，表現了李最初的民粹主義情愫。李在編《晨鐘報》和《甲寅》期間，曾發表〈介紹哲人



托爾斯泰〉、〈日本之托爾斯泰熱〉、〈罪惡與懺悔〉等文章，倡言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和

泛勞動主義。俄國革命爆發後，李開始關注十九世紀以來的俄羅斯文學，並將其歸為俄羅斯

革命的精神之母。在〈俄羅斯文學與革命〉一文中，李將俄羅斯文學的特質，概括為社會色

彩之濃厚和人道主義之發達，並盛讚俄羅斯詩人「重視為公眾幸福之奮鬥，而以個人幸福為

輕」的犧牲精神及「革命禁欲主義」。李進而將俄國革命的勝利，歸結為俄羅斯「詩人靈魂

之勝利」21。

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思想，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達到了極致。〈青年與農村〉是其民粹主

義思想的代表作。李在文中號召青年知識份子以俄羅斯知識份子為榜樣，到農村去，從解放

農民入手而改造中國社會。李強調指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

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

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

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

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只有變黑暗的專制農村為光明的立憲農村，民主主義才

有根柢和源泉。李進而熱情讚譽了鄉村的田園生活之美，以其比照罪惡的都市生活：「都市

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社會光明一方面多；

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

清潔。」最後，李向青年知識份子發出號召：「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

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22

耐人尋味的是，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激情並沒有因其皈依馬克思主義而減弱。李在成為共產主

義者並經歷了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論戰之後，仍熱烈地抱持其民粹主義信念。1919年9

月，李在一篇為《少年中國》雜誌撰寫的文章中號召青年：「應該投身到山林裡村落裡去，

在那綠野煙雨中，一鋤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勞農的伴侶。吸煙休息的時候，田間籬下的場所，

都有我們開發他們、慰安他們的機會。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

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的。……我們應該學那

閒暇的時候就來都市裡著書，農忙的時候就在田間工作的陶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氣才能與山

林裡村落裡的樹影炊煙聯成一氣，那些靜沉沉的老村落才能變成活潑潑的新村落。新村落的

大聯合，就是我們的『少年中國』。」李熱情寄望於青年：「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國』的

『少年運動』，是物心兩面改造的運動，是靈肉一致改造的運動，是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

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是以村落為基礎建立小組織的運動，是以世界為家庭擴充大聯合的

運動。」23

近代中國的民粹主義並非全然為俄羅斯的舶來品。作為農業中國對西方現代性衝擊的思想回

應，民粹主義是近代中國一種富有活力的社會思潮，它可以追溯到晚清烏托邦思想家康有為

的大同主義。康的道德觀與俄國民粹派的觀點如出一轍。他認為：「夫從來鄉人撲鄙而愨，

都士文巧而詐」，「僻鄙之區多道德，而文明之地，道德反衰。蓋巧智之人，多外觀而少內

德也比比矣」24。李大釗的民粹主義思想與康的思想可謂一脈相承。李五四前期的民粹主義

思想，構成了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背景，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思

想取向。誠如邁斯納所言：〈青年與農村〉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發展史上對俄國早期民粹主

義精神最準確的表達。李的許多思想與俄國民粹派的理論觀點相一致，這些觀點嚴重影響了

李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和其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青年與農村〉可以被視為中國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拓荒者的嘗試，它是運用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探索農民在中國革命中



的地位問題、並準備一場知識界的新思潮而作的嘗試25。

五 平民主義：民粹民主主義的烏托邦

平民主義是五四後期風靡知識界的激進民主思潮，它以其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而成為五四民

主思潮的時代思想特徵。作為一種新的民主思潮，平民主義興起於歐戰終結、尤為五四事件

之後，它是新文化運動的民主思潮在五四後期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和烏托邦主義語境中的激

進化。

李大釗為五四平民主義思潮的著名思想代表。他的平民主義思想的形成，正值歐戰後其從立

憲自由主義轉向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轉型期。李早期信奉正統的英倫式立憲民主觀念。歐戰

以後，李的民主觀念逐漸超越自由民主主義，而具有泛民主主義、社會民主、民粹民主和烏

托邦民主的激進取向。他不再採用古典自由主義的憲政式「民主」概念，轉而直接用

Democracy表達其新的民主理念。1918年12月，李在一篇為友人書所作的跋中指出26：

我們要求Democracy，不是單求一沒有君主的國體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個性，都解放

了，把那逞強的勢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當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奮鬥，直

到世界大同，才算貫徹了Democracy的真義。

李所嚮往的這種「解放」式民主和大同主義民主，已具有強烈的烏托邦民主的傾向。隨著李

轉向社會主義，其民主觀念又融入了泛民主主義和勞工民主的激進訴求。1919年2月，李在

〈勞動教育問題〉一文中，進一步表達了他的激進民主觀念27：

現代生活的種種方面，都帶著Democracy的顏色，都沿著Democracy的軌轍。政治上有他，經

濟上也有他；社會上有他，倫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學上、藝術

上，凡在人類生活中佔一部位的東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簡單一句話，Democracy就是現代

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

李進而強調：「戰後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Democracy的表現。因為Democracy的意

義，就是人類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機會均等。……應該要求一種Democracy的產業組織，使這些

勞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

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濟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上也要求一個人人均等的機會，

去應一般人知識的要求。」此時，李的民主訴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已從「自由」轉向「平

等」。這種追求平等最大化的Democracy，顯然與自由憲政式的「民主」理念大異其趣。

李大釗皈依馬克思主義以後，開始採用「平民主義」概念詮釋民主問題。當陳獨秀在改宗共

產主義之後旋即否棄其曾熱烈追求的民主主義理想之時，李並沒有摒棄民主信仰，而是以社

會主義價值重新詮釋民主理念，從而形成了一種融合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平民主義」民

主觀念。在寫於1921年12月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李指出：Democracy不僅是

一種制度，而且是表現於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近代趨勢和現代世界潮流。由於其意涵廣泛而不

限於政治，故宜譯為「平民主義」，或可音譯為「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原意為「人民統

治」，即「民治」，但其涵義演進至今已不復有原初「統治」之意。現代德謨克拉西的意

義，不是對人的統治，而是對事物的管理。社會主義與德謨克拉西有同一的淵源，凡社會上

不平等不自由的現象，都為德謨克拉西所反對，亦為社會主義所反對。後德謨克拉西而起



的，為「伊爾革圖克拉西」（Ergatocracy），亦即蘇俄式的「工人政治」。這種「工人政

治」可謂一種新的德謨克拉西。李進而強調：「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其目的在廢除統治與屈

服的關係，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亦是這樣。」「這樣看

來，德謨克拉西，伊爾革圖克拉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淵源」28。從

李的這一調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平民主義」觀念中，我們不難看出其早年調和主義思

想範式的影響，儘管他此時已成為初創的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領袖。耐人尋味的是，與陳獨秀

等早期共產主義同志「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二元對立的激進觀念相比，李大釗對民主主義

的修正態度顯得更為溫和；但其調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民主義」觀念，則表徵著其

民主理念社會主義化的激進轉向。

1923年1月，商務印書館刊行李大釗的論文《平民主義》。在這本小冊子中，李對「平民主

義」作了更浪漫、更激進、更高調的詮釋。他激情洋溢地指出29：

現代有一絕大的潮流遍於社會生活的種種方面：政治、社會、產業、教育、美術、文學、風

俗，乃至衣服、裝飾等等，沒有不著他的顏色的。這是甚麼？就是那風靡世界的「平民主

義」。……現在的平民主義，是一個氣質，是一個精神的風習，是一個生活的大觀；不僅是

一個具體的政治制度，實在是一個抽象的人生哲學；不僅是一個純粹理解的產物，並且是深

染了些感情、衝動、念望的色澤。我們如想限其飛翔的羽翮於一個狹隘的唯知論者公式的樊

籠以內，我們不能得一正當的「平民主義」的概念。那有詩的心趣的平民主義者，想衝著太

陽飛，想與謝勒（Shelley）和惠特曼（Whitman）摶扶搖而上騰九霄。

與其民初立基於政治理性的憲政技術主張相比，李的「平民主義」更像一首浪漫的理想之

歌。在李富有詩意的浪漫想像中，「平民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廣涵一切

的現代精神烏托邦。

關於「平民主義」政治，李大釗強調它是一種完全廢除了統治─服從關係的後政治式的人民

管理制度，因而「民主主義」和「民治主義」的譯語皆不合Democracy的現代意義。在他看

來，現代的「平民主義」，已經不是「屬於人民、為人民、由於人民的政治」，而是「屬於

人民、為人民、由於人民的執行」；不是對人的統治，而是對事物的管理。在平民主義政治

中，「官吏與公民，全為治理國家事務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屬隸，其間沒有嚴若

鴻溝的階級。這裡所謂治者，即是治理事務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30。李的這一平民

政治信念，從馬薩萊客（T. G. Masaryk）的著作中汲取了靈感，這種廢除統治─服從關係的

人民管理式的平民主義政治，融入了馬克思的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理想。

李大釗理想中的平民主義社會，是個性與社群完美統一的自由平等的大同社會，而聯邦則為

達致平民主義社會的新社會組織。李主張31：

平民政治與聯邦主義，有一線相貫的淵源，有不可分的關係。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

放。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

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個性自由與

大同團結，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聯邦主義於這兩點都很相宜。

李的整合「自由」與「大同」的平民主義理想，仍承襲了其早期的調和主義傾向。在《平民

主義》篇尾，李簡要地概括了他的「平民主義」理想32：



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

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

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凡具有個性的，不論他是一個

團體，是一個地域，是一個民族，是一個個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領域，不受外來的侵犯與干

涉，其間全沒有統治與服屬的關係，只有自由聯合的關係。這樣的社會，才是平民的社會；

在這樣的平民的社會裡，才有自由平等的個人。

李大釗的「平民主義」，代表了五四最激進的民主思潮。它以平等的最大化為首要價值目

標，追求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全面解放的、平等自由的大同烏托邦。這種完美主義的民主理

想，與李在五四前期注重權力制衡的憲政民主信念大異其趣。李早期信奉密爾式憲政民主理

論，崇尚英國式的「惟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33。而李在五四後期的

「平民主義」，追求的則是反精英主義的民粹式民主，它以廢除政治和大眾自治的平等理想

國為終極目標。顯然，李的「平民主義」是一種非西方民主式的替代性新民主方案。

達爾（Robert A. Dahl）在民主理論分析中，曾分辨了兩種不同的民主類型：「麥迪遜式民

主」與「平民主義民主」。麥迪遜式民主崇尚一種限制人民主權的非暴政的共和制，而平民

主義民主則追求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的最大化34。兩者分別代表了一種分權的政治制度和平

等主義理想。關於兩種民主理論，達爾分析道：麥迪遜式的民主理論，旨在成功地在多數人

的權力和少數人的權力之間、以及公民的政治平等和限制其主權的需要之間，達成某種妥

協。作為一種在美國受歡迎的政治體制，這種妥協被證明是持久的35。而崇尚絕對的人民主

權和政治平等的平民主義民主理論，其基本缺陷在於：對於完美地實現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權

的一種必要的程序性規則，它只提供了一種形式性的再定義。平民主義民主理論並不是一個

經驗的體系，它包含的只是若干倫理預設，而缺乏現實內容。它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在現實

世界中趨近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權，或使之最大化36。質言之，麥迪遜式民主理論，追求強制

的最小化；平民主義民主理論，則崇尚平等的最大化。前者為立基於盎格魯─撒克遜民主制

度的經驗主義民主理論，後者則為盧梭以降的民主哲學家建構的唯理主義民主理論。

李大釗早期信奉的密爾式立憲民主理論，與麥迪遜式民主理論同屬洛克（John Locke）開啟

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傳統，李曾是一個崇尚英倫憲政體制的改革者。歐戰以後，李在

民主觀上從自由主義到平民主義的激進轉向，表現了其由精英民主主義而民粹民主主義、由

憲政改革而社會革命的思想演變。「平民主義」作為一種超越西方自由秩序的完美主義民主

理想，表徵著李尋求非西方的新現代性典範的嘗試，並且預示著中國現代化運動超越市民革

命的激進趨勢。當李從西方自由民主轉向追求平民主義民主的完美理想時，他並沒有慮及這

種大眾自治式民主的烏托邦性質，以及其因缺乏權力制衡機制而可能隱含的集權危險。

五四時期民主觀念的流變，表徵著轉型時代社會思潮的激盪。在五四後期浪漫的親俄語境

中，飽嘗專制之苦的激進知識份子深為烏托邦民主所誘惑，而羅素（Bertrand Russell）關

於俄國式勞農專政並非民主理想國的不祥警告，並沒有阻礙平民主義思潮的流播。這種烏托

邦式的民粹民主主義，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抵抗西方現代性之革命運動的恆久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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